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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技术 vs.社会∗ 
——基于社交网络使用的跨国数据分析 

 
 

陈福平 
 

摘要：社交网络作为 Web2.0时代的一项技术应用，被一些舆论认为是
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乃至根本力量，而在学理上，现有研究也更多集中在其

对人们个体心理与需求影响的分析。本文认为这种技术-个体的研究取向忽
视了社交网络作为技术应用所受到的结构约束，也无法体现出“使用”的公共
参与特质。因此，本文以社交网络的使用为研究对象，通过一项跨国微观数

据的多水平分析，分别从技术特征和社会属性二个方面分析了社交网络使用

的社会情境。研究结果表明社交网络的使用既与数字能力、移动通讯等技术

要素相关，同时又嵌入在社会网络中并受到线下公共参与结构的塑造，从而

导致了社交网络环境里信息和参与的复杂性。因此，经验证据并不支持相关

研究中个体倾向和技术决定论的论断，本文主张应从社会与技术的互构性角

度对这种新型互联网工具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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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的诞生，让“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人类愿望逐步成

为现实。作为 Web2.0时代社会联系形成和维持的工具之一，社交网

络（social networking site，简称 SNS）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了大量使用

者。SNS被界定为一种允许个人创建自身的状态，分享文本、形象和

图片，并通过应用和群体链接连接到其他使用者个人页面的网络环境

（Boyd & Ellison，2007），例如国外社交网络脸谱（Facebook）、推特

（Twitter），以及国内的人人网（renren）、开心网（kaixin001）以及微

博客（weibo）等。尤其是社交网络应用与智能手持移动设备的结合，

给人们提供了与朋友和互联网超越时空持续连接的可能。 
    然而真正让社交网络举世瞩目的则是发生在北非地区的一系列

政治事件。以埃及为例，2010年 6月 6日，一位名叫萨义德的青年小

贩在一个“网吧”被调查，期间以不明原因死去。但有多名目击者证实

他是被警察殴打致死的。据萨义德家人的说法，这可能是因为他手上

有警察收缴毒品之后迫不及待分赃的录像。之后，脸谱上一个名叫“我
们都是萨义德”的账号成功地引起了全国对此事的关注。到 6月底，该

网页已有 50万的点击率。“萨义德事件”的相关视频被上传到脸谱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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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构成了后续一系列反对穆巴拉克运动爆发的“远
程”导火线。2011年 1月 25日，抗议活动在埃及各大都市展开。当日，

埃及政府暂停了互联网服务和短信服务，意图阻止示威者使用脸谱、

推特等工具传递信息。事件最终以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告终。然而

戏剧性的是，2013年 6月以来，反对埃及穆尔西政权的抗议也是首先

从社交网络上开始的，甚至穆尔西本人也利用社交网络作为斗争的平

台。除了线下的支持和抗议活动外，双方在社交网络中也展开了激烈

的“阵地战”。 
    对于北非各国的社会运动，不少西方媒体称之为“社交网络革命”
（唐岚，2011）。互联网研究的重要学者和畅销书作者舍基撰文盛赞

社交网络在阿拉伯地区社会变革中的核心作用（Shirky，2011）。相关

研究也指出从突尼斯到埃及，一个地区所拥有的互联网用户数量或作

为用户主力军的年轻人比例都成为促发上述运动的主要社会结构因

素（Howard & Hussain, 2011）。然而这些分析仍存在着一些较大的疑

问。 
    首先，根据现有研究，互联网使用率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高度

相关关系（Hargittai，1999；胡鞍钢、周少杰，2002）。然而欧盟在 2011
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等东欧国家社交网络

使用率最高，而德、法等国则比较低（The Economist，2011）。根据

市场调查公司 comScore发布的 2011年社交网络报告显示，在亚太地

区，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使用率很高，而日本、韩国却排

在最后（comScore，2011）。 因此，相对于地区经济水平决定了互联

网的使用与否，社交网络是和互联网十分不同的一种技术应用。 
    其次，同年的欧美地区“占领”运动显示，社交网络在运动的发展

过程中也起到重要作用。然而，为何没有在这些拥有更高互联网普及

率的地区发生进一步的社会变革？ 
    正因为社交网络与互联网本体的差异，决定了我们首先要分析人

们在何种社会情境下使用这一工具。本文对目前社交网络使用的研究

进行了梳理，发现多数研究集中在从心理需求层面探索用户的动机、

使用效能等对接入和持续使用的影响。然而这种技术-个体的研究取

向，并无法回答前述的争议和困惑。因此，本文尝试建立一个结构性

的分析框架，通过社会、技术、网络和政治四个维度分析互联网用户

接纳社交网络的外部原因。通过对一项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发

现并不能仅仅将社交网络的使用看作是一项技术或应用模块，其已经

逐渐演化成社会结构与技术特性互相塑造下新生代数字阶层的参与

空间。这也说明，新媒体能够起到何种社会效应，往往由媒介特质和

社会情境共同塑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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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现状：什么影响了社交网络的使用？ 

    在目前国内外对社交网络的研究中，个体尤其是心理层面的分析

占据了研究的主导地位。该研究范式主要包括三种理论模型。（1）以

使用者人格特质为基点的分析（Steinfield et al., 2008）。例如研究表明，

社交网络的使用者往往更加外向和自恋，但同时也更不谨慎和孤独

（Ryan & Xenos，2011）。伯格曼则进一步分析了外向者之所以热衷于

社交网络使用的原因则是为了多交朋友，让朋友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以及让人对自己感兴趣，给他人一个积极正面的形象（Bergman, et al., 
2011）。（ 2）从使用和满足理论出发的动机模型（Raacke & 
Bonds-Raacke, 2008；Brandtzæg & Heim, 2009；Bakker, 2009）。在这

一模型下使用者的主要动机可以概括为获取信息、进行娱乐以及联系

朋友等方面。例如荣格对韩国社交网络用户的使用原因进行了分析，

发现人们之所以使用社交网络主要有六种动机：娱乐、自我表达、专

业提升、打发时间、与家人和朋友联系以及赶上流行趋势（Jung et al., 
2007）。常亚平等比较了社交网络早期和晚期使用者，他们发现前者

更多是出于娱乐动机，而对后者娱乐动机并无影响，与朋友联系才是

其使用的主要原因（Chang & Zhu, 2011）。在最近一项对 Facebook等
社交网络使用的研究中发现，使用者追求归属、享乐、自尊、互惠四

种价值观，并呈现等级化价值链的使用心理（Pai & Arnott, 2013）。（3）
以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为分析框架。

在这一框架中，社交网络使用者的动机根据 TAM 模型划分为外在动

机和内在动机。与传统的分析一致，外在动机表现为感知有用性和感

知易用性。因此，使用者除了具有外在动机，更多的技术接受模型分

析主要讨论了内在动机的差异。例如，申东熙和金沅永提出的信息、

会友和从众三种内在动机（Shin & Kim，2008）。也有研究表明内在动

机包括社会认同、利他和实现远端在场（telepresence）（Kwon & Wen, 
2010）。 
    目前国内对社交网络用户的研究，基本采用了相似的研究框架。

在用户个性特征上，研究表明孤独感与社会认同对社交网络使用具有

正向作用（阴良，2010）。同时社交网络用户多以自我展现、了解他

人和情感倾诉为主。因此，女性更容易在社交网络中获得满足（齐宁

等，2011）。在动机层面，傅亚平和赵晓飞（2011）使用人人网样本，

发现娱乐性动机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感知附加功能和参与成

员数量的中介变量也影响了社交网络的使用。常亚平和朱东红（2011）
使用自编量表对社交网络用户的动机测量表明，用户参与动机主要包

括信息性动机、娱乐性动机、社交性动机（维持旧有联系/拓展新联系）

以及从众动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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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心理和动机解释揭示了个体在使用社交网络时所能获

得的主观感受，然而这种技术—个体立场的研究仍存在一些无法有效

解决的矛盾。首先，上述多数研究存在着一种将使用的结果作为原因

的内在矛盾。我们认为“所能”并不直接等同于“所欲”，使用社交网络

所能获得的心理体验，未必在从未使用前就能感知的到。人们接纳新

技术应用，可能因为有较高的新事物接触机会，也可能只是使用原有

某种技术带来的延伸。其次，理论上大多数互联网产品都具有满足人

们信息、娱乐和社交等需求的功能，例如 Web1.0时代的网络社区论

坛。那么社交网络的独特性是什么？其又是在何种技术结构变迁背景

下得以流行？这也是现有研究无法作出有效回答的问题。最后，本文

认为最重要的是，在过去几年间国内外发生的政治事件和网络行动

中，社交网络无疑成为了人们了解和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平台。这意

味着社交网络的使用不再只是一项娱乐社交活动，也成为了社会成员

对于某个公共议题和政治活动的“参与”。既然使用包含了参与的维度，

特定的社会或公共参与结构很可能也会影响社交网络的发展。因此，

本文尝试从外部的结构性框架来重新理解社交网络的使用，并以此帮

助我们理解新媒体的社会影响这一传统主题。 

二、社交网络接受的结构视角 

（（（（一一一一））））作为技术应用的社交网络作为技术应用的社交网络作为技术应用的社交网络作为技术应用的社交网络 
    1.数字能力 
    在分析新信息技术使用行为的研究中，数字鸿沟是一个重要分析

框架。从对最初是否使用网络的接入沟研究（Attewell, 2001；Hargittai, 
2002），到如何使用互联网来提升自身社会优势的使用沟研究（Howard 
et al., 2001；Robinson et al., 2003），可以发现年轻人、高社会阶层成

员在信息时代往往是先行者。而关键原因在于人群中获取和使用新技

术的机会和能力并非随机分布。此外，社交网络与以往门户网站最大

的差异在于其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的运营方式，即

社交网络使用者既是网络内容的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而人们生产数字

内容的能力实际是不平等的。因此，社交网络使用与否同样依赖于特

定群体的数字能力（digital literacy）情况。 
    哈吉坦（Hargittai，2008）在比较了脸谱等社交网络的使用者与

非使用者之间存在的系统性差异后发现，使用者的分布通常与性别、

种族和民族，以及使用者父母的教育背景呈相关关系；与此同时，使

用的自主性和使用经验也具有影响。这一研究表明基于使用者背景的

不平等参与意味着这类服务的不同接纳将促进数字不平等。穆尔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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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指出，“尽管推特支持了新的社会网络和知识社区，但仍然存

在强烈的社会经济分层化的推特阶层”（Murthy, 2011）。根据蓝哈特对

美国社交网络用户的研究报告显示，虽然不同的社交网络用户在人口

学特征上具有一些差异，但是多个平台的使用者基本都是年轻人、白

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Lenhart, 2009）。因此，基于数字鸿沟视角，

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数字能力假设）：数字能力越强（年轻、高学历、高收入）

的网络用户，越倾向于成为社交网络的使用者。 
    2.技术载体 
    从理论上说，只要是能够接入互联网的电子设备，都可能成为社

交网络的使用载体。以我国为例，目前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网络用

户达到了 3.88亿，台式电脑接入为 3.80亿用户，此二者是两种主要

的上网终端。然而使用何种载体却具有不同的社会内涵。根据心理学

家吉布森提出的社会可供性理论（social affordances），事物的特性往

往决定了行为的可能性（Gibson, 1979）。加拿大社会学家韦尔曼进一

步发展了信息技术能供性的社会建构意义。他在分析互联网的社会可

供性时指出，互联网提供了更广泛的带宽、永恒接入、个性化、无线

可携性以及全球连接的媒体环境，而这将塑造出“网络化个体主义”的
社会结构（Wellman et al., 2003）。因此，我们认为移动通讯设备所具

有的社会可供性更契合于社交网络的社会建构。 
    第一，社交网络的使用主要基于人们的社会网络，而并非利益（兴

趣）。不同于早期的公共在线论坛基于话题的特性，社交网络的生命

力在于个体网络，即个人居于自身社区的中心（Boyd & Ellison，2007）。
而手机恰恰是个人亲密性社会网络沟通的主要媒介。帕特南在早年曾

指出互联网将是当代社会资本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之后争议不断。

但无论是争议的哪一方，都赞同电话有助于我们保持亲密的社会联

系。此后这一论断也同样在手机的使用上得以验证（Ling & Stald, 
2010；Hampton et al., 2011）。现有对社交网络网站的研究也表明，人

们使用社交网络网站实际上更有利于维持和保存现有的社会资本，而

不是去拓展更多的弱关系（Boyd & Ellison, 2007；Ellison et al., 2007）。
因此，二者在社会网络上的同构能力赋予了它们天然的亲和性。 
    第二，手机的移动性丰富了社交网络使用的社会效果。社交网络

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将时空碎片化，使用者能够随时随地发布自己的

状态、观点和特定的社会场景，并传播影响大量的人。而手机的移动

性接入和即时性沟通正契合于这种数字化生存的要求。手机的移动性

不单纯是物理空间上的转移，石井愃一认为其包含了三个层面：空间

的、时间的和情境的（Ishii，2006）。他认为，前二者分别针对了距离

和速度。而情境的移动性则指人们可以不再受限于传统沟通的环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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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最大化地克服人际交往的社会障碍。 
    因此，手机接入互联网实际上给予了社会化媒体的运用以最大化

的社会能供情境。而基于这种移动性网络使用“可能对我们思考什么是

互联网以及它可以做什么带来根本性挑战”（Humphreys, 2011）。通过

以上分析，本文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技术载体假设）：使用手机接入互联网的用户更倾向于成

为社交网络的使用者。 

（（（（二二二二））））社交网络的社会属性社交网络的社会属性社交网络的社会属性社交网络的社会属性 
    1.网络效应 
    社交网络，顾名思义，是满足人们社交需求和维持社会网络的技

术服务。如若这种社会网络得以形成，社交网络便具有了技术化的公

共物品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双重属性。在分析社交网络的使用行为时，

也需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种网络特质。 
    在技术应用层面上，人们在使用社交网络的同时也成了这一互联

网产品消费者群体中的一员。经济学的网络外部性理论（network 
externalities）提供了个体在群体情境下采纳某种技术的解释框架。网

络外部性包含了两个方面：直接外部性和间接外部性。直接外部性是

指当消费者多消费某种产品所得到的福利会随着消费同样产品的消

费者的数量增加而增加。而间接外部性则来自于当某项技术应用使用

得越多，其互补品会更加丰富，价格也会更加低廉，从而进一步提高

了消费者的需求（Katz & Shapiro, 1985）。因此，人们是否使用某种社

会产品很可能源于使用该产品的人群数量。 
    其次，由于社交网络的技术目标就是维持或拓展人们的社会联

系，社交网络又可能是基于一种社会关系而得以使用。与个体原子化

立场的网络外部性分析不同，正如格兰诺维特所强调的，社交网络的

使用行为应“嵌入”在具体的社会网络之中(Granovetter, 1985)。例如他

将分析基于人际效应的门槛模型应用于对市场消费者行为的分析之

中，并提出了临界数量假说（Granovetter,1978；Granovetter & Soong, 
1986）。总的来说，虽然二者的理论基点有所差异，但结果却殊途同

归：技术使用者的规模将会带来使用之外的若干优势，从而进一步激

发更多人来使用。 
    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已有学者对社交网络的网络效应进行了

论证（Powell, 2009；Baker & White, 2010）。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林

冠佑和卢希鹏利用一项台湾 Facebook使用者的调查，结合使用者的网

络特征和心理效能因素，发现使用者主观感知的社交网络使用者数量

和实际的朋友中使用社交网络的数量都会促进他们去持续使用社交

网络服务。与此同时，这种主观和客观的网络效应也会通过积极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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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社交网络的感知有用性和娱乐感的中介作用来实现使用的持

续性（Lin & Lu, 2011）。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尝试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网络效应假设）：一个群体中的社交网络用户比例越高，

该群体的互联网用户成为社交网络使用者的机率越大。 
    基于以上假设，既然社交网络应用本身具有基于用户数量增长而

产生网络效应，可以推论，其载体的增长也应能够产生这种作用。因

此，可以将技术载体和网络效应两个假设相结合，来验证二者是否同

时得以成立。基于这一思路，本文进一步提出以下两个推论来加强论

证的可靠性。 
    推论 3.1：一个群体中手机用户比例越高，该群体的互联网用户

成为社交网络使用者的机率越大。 
    推论 3.2：一个群体中固定宽带网络用户比例越高，该群体的互

联网用户成为社交网络使用者的机率越小。 
    2.公共参与结构 
    从互联网诞生伊始，研究者就对互联网如何影响公共参与充满了

兴趣（Couldry & Curran, 2003）。总体而言，互联网对公共空间的塑造

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快速而廉价的信息流动，推动了公民行动；

第二，突破了地理或政治上的限制，在新的空间中塑造了多元化的政

治认同，形成数字化的人群聚集。因此，格罗斯曼将之称为一种新型

的“键盘民主”（keyboard democracy）（Grossman, 1995）。尤其是社会

运动研究认为，廉价的网络推动了认同的构造，为多样性的公民群体

如劳工组织、女权主义者、生态主义者以及各类反资本主义组织提供

了新的联盟方式，从而超越了后现代认同政治的限制（Couldry & 
Curran, 2003）。互联网也让社会运动的组织者能够将行动塑造得更加

方便和标准化，将过去隐形的公众可视化，创造并代表了在线想象共

同体，进而将组织者的话语合法化（Tatarchevskiy, 2011）。 
    近年来，作为新型的互联网工具，社交网络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影

响得到了广泛而持续的关注。公共参与行为可以分为制度化和非制度

化两种类型。制度化的公共参与包括了常规的政治活动和社会组织参

与，例如投票、参与社会团体等。一方面，研究表明社交网络对促进

人们的常规政治参与确有助益。根据皮尤项目报告显示，39%的美国

成年人曾经在社交网络上参与过政治活动或公民活动。同时在各项政

治活动指标上，社交网络的使用者都要高于总体美国成年人（Smith, 
2013）。但该研究也指出，根据人口学特征分析，这些社交网络的使

用者往往也是传统的线下积极参与者，并不能真正确定是否是社交网

络促进了原来的非积极分子通过使用社交网络参与了公民活动。另一

方面，根据汉普顿对社交网络的系列调查研究，社交网络并非总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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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带来更高水平的参与行为。例如他的研究表明，更少邻里关系的人

更倾向于接受社会性媒体（Hampton, 2007）。社交网络用户也更少地

寻求邻里的陪伴支持，但是他们却更愿意为邻里提供帮助（Hampton et 
al., 2009）。社交网络的使用也会导致更低水平的地方社区参与

（Hampton et al., 2011）。 
    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实证上的反差现象呢？本内特提供了一个合

理的解释（Bennett，2008)。他认为在松散网络化的社会，拥有技术优

势的年轻人会对政治认同进行新的构建，青年们在新的集体性空间中

对身份赋权也会有新的创造。因此，运用传统的视角来研究非传统的

参与群体，只会看到参与水平的下降。我们应该注意到数字一代

（digital generation）与以往不同的参与行为。与其说社交网络损害了

传统的社会参与，不如说社交网络替代或补充了社会参与。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对一个群体的整体社会参与水平进行观察，也应该会看到这

一群体在使用社交网络的行为上具有差异。 
    与此同时，社交网络与非制度化或非常规性参与——社会运动之

间的关系，也由于近年来的全球政治事件引发了种种争议。如本文前

述，最主要的争议在于：是社会运动推动了社交网络的使用还是社交

网络的使用催生了社会运动？目前国内也有多篇文章对这一问题进

行了综述和分析（赵民、张军锋，2009；任孟山、朱振明，2009；周

明、曾向红，2011，2012；曾向红，2012）。总体而言，社交网络革

命的主张者往往强调社交网络所起到的突破信息封锁、社会运动的传

播与组织以及提供实时的现场信息等作用。而主张社交网络有限效果

的研究者则分别从近年来国际社会运动的历史背景、制度根源、参与

者特征等角度质疑了这种技术决定论倾向（琼斯，2012）。双方虽各

有主张，但都认同于一点：我们应该在现实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

的框架下对社交网络的作用进行讨论。 
    事实上，在既定的全球资本主义模式下，互联网技术常常是反映

并融入于现存政治文化之中的，而非创造一个新的政治结构

（Papacharissi, 2002）。因此，我们可以把上述争论综合为：是否现实

中的公共参与结构会造成社交网络使用的不同？而这是从宏观层面

厘清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之间争议的根本问题。基于此，本文提

出以下经验性问题：一个群体的公共参与水平是否会增强或减少该群

体成员成为社交网络使用者的机率？ 

三、数据使用与变量情况 

    本研究使用了 2011 年皮尤全球民意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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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中 17 个国家的数据。①该调查由普林斯顿国际调查研究机构

执行，在全球多国采取电话调查和面访调查方式进行。电话调查部分

采用了随机数码电话（random digit dial，简称 RDD）调查。面访调查

的主要方式为多阶段概率整群抽样。样本总数为 21343个，本研究使

用了该调查中 8955个互联网用户的样本进行分析。②根据皮尤数据提

供的样本权重和报告信息，我们对样本进行了加权处理。 

（（（（一一一一））））变量处理变量处理变量处理变量处理 
    1.因变量 
    本研究使用了皮尤调查中的题项“您是否使用过在线社交网络网

址例如（Facebook以及[列举被调查国家所有的社交网络服务名称]
等）”，在分析中对该题项结果做了虚拟变量处理，其中 0=没有使用，

1=使用。 
    2.自变量 
    个体层次。主要使用以下自变量：（1）教育程度。根据世界各国

的基本学制，我们将不同国家被调查者的教育程度划分为三个层次，

初等及以下教育（未接受过正式教育、小学、初中），中等教育（各

类高中、中职教育）以及高等及以上教育（大专以上水平教育）。在

分析中，将初等及以下教育设置为参照组。（2）收入水平。由于各国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如果对数据的原始结果转换为美元进行统一度量

并不能反映收入的理论内涵。③对此我们对收入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处理方法为先对国家内部的收入进行标准化，即转换为均值为 0，标

准差为 1的标准分，然后再合并各国数据。这样没有改变收入的原始

分布，也让数据的收入水平具有了可比性。④（3）手机的使用方式。

我们划分了手机使用的二个层面：是否使用（0=不使用，1=使用）和

如何使用（0=无接入互联网，1=接入互联网）。（4）研究的控制变量

包括：性别（0=女，1=男）；年龄，连续变量；婚姻状况（0=未婚，

1=已婚）。 
 
  表 1            变量情况的描述性统计（N=8955,未加权） 

                                                                 
①
 17 个国家包括了美洲的美国、墨西哥，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乌克兰、 

  波兰、立陶宛、土耳其，亚洲的中国、印度、日本、印尼、约旦，非洲的埃及。 
②

对 该 项 调 查 更 为 详 细 的 介 绍 可 参 见 皮 尤 项 目 网 站 ：       

http://www.pewglobal.org/category/datasets/ 
③
 例如在美国年收入一万美金可列入低收入范畴，而在中国一万美金的年收入则可视为中等以上          

  收入水平。 
④
 皮尤数据对收入调查使用的是收入排序分类调查，各国中收入类别最小为 6，最大为 22，平均 

  类别数为 11.5。此处的处理思路是将收入转化为了基于排序和分布的地位数量分值，类似于国 

  内考试中对不同学科的成绩处理为标准分。笔者还尝试使用把各国收入进行十分位、二十分位 

  分组后合并，回归分析后与标准化处理结果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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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类别变量 样本数 % 二层变量（N=17）   

男性 4573 51.07 
人均 GDP（万美

元） 
1.96 1.77 

性别 
女性 4382 48.93 城市化率（%） 68.82 16.68 

初等及以下 1258 14.05 平均受教育年限 9.19 2.37 

中等 3550 39.64 
固定宽带网络使用

率（%） 
50.09 24.09 教育程度 

高等及以上 4147 46.31 手机使用率（%） 112.12 27.71 

未婚 3720 41.54 
社交网络使用率

（2010，%） 
60.47 13.67 

婚姻状况 
已婚 5235 58.46 
无手机 399 4.46 

公共参与水平   

无接入

互联网 
4661 52.05   社团参与率（%） 50.24 24.82 手 机 使 用

情况 
有

手

机 
接入互

联网 
3895 43.50 请愿 .09 .15 

连续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抵制 .005 .003 

年龄 38.78 14.90 
示威 
集会 

.014 .013 

收入（标准化） .29 .98 

  社会 
  运动 

参与 
指数 

.108 .159 

 
    国家层次。本研究对二水平预测变量的操作化包括：（1）扩散与

网络效应。我们使用了三个指标来衡量扩散和网络效应，分别是 2011
年各国的手机使用率（每百人中手机号数量）、固定宽带使用率（每

百人中固定宽带用户数量）①以及 2010年的社交网络用户占互联网用

户总数的比例。②（2）公共参与结构。这一概念的测量指标来自于对

2006-2008年间第五波世界观调查数据中各国情况的汇总。③使用这些

汇总指标的好处在于从时间性上，可以部分排除社会运动水平和社交

网络使用的互动效应。针对公共参与的制度化和组织化水平，我们进

行了两个维度的操作化。第一是使用各国的社团参与率，该指标在过

去的研究中常用于衡量社会资本水平。本研究用以代表公共参与的制

度化或常规结构。第二则通过社会运动的三种形式来衡量公共参与的

非制度化或非常规结构。具体的操作化如下： 

1,2...

/ ( / ) /
n

n n
nn k

P P
I P I P n

P P=

 
= =  

 
∑

参与过 参与过
不会参与  不会参与

想参与 想参与

；  

                                                                 
①
 这两项指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详情参见 http://data.worldbank.org/ 

②
 该指标通过对 2010 年度皮尤全球民意调查数据汇总获得。没有使用当期社交网络用户比例的  

  原因是宏观层面指标本身源于微观行动的汇总，这导致无法获知网络效应的真实因果机制。因 

  此我们选了前一期的数据汇总，从时间性上部分排除了内生影响。 
③
 世界价值观调查是由密歇根大学英格哈特教授主持的长期调查项目。目前该项目在世界范围内 

  已 进 行 了 五 波 调 查 ， 第 五 波 调 查 的 年 度 为 2006-2008 年 。 具 体 情 况 可 参 见 

http://www.wvsevsdb.com/wvs/WVSData.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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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三种集体行动分别为被访者在请愿书上签

名、参加抵制活动、参加示威集会。问卷询问了他们的参与情况，包

括“参加过”、“想（可能）参加”、“不会参加”三种类型。通过计算三

类人群的比例衡量了实际动员、潜在动员和反对结构；利用 I 和 In所

示公式，对三种社会运动的参与水平进行了分项和综合衡量。① 
    由于区域间的互联网发展水平会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基于以往研究，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人均 GDP、城市化率和平均受教

育年限三个指标加以控制。②这几项指标也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1报告了研究中使用到的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二二二二））））统计方法统计方法统计方法统计方法 
    本文的分析中既有个体水平的人口学变量，又包含地区水平的情

境变量（context variable），同时因变量为一个二分定类变量，因此我

们使用多水平逻辑斯蒂回归模型（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对数据进行估计（Guo & Zhao, 2000）。在该模型中的固定或随机部分

引入不同水平测量到的解释变量，使得研究者能够探讨各水平单位的

特征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以及其在不同水平之间变异的影响情况。

本研究的模型设定为： 

    

0 1 1

0 00 01 1 0 0

logit
1

...

...

ij
j j ij mj mij ij

ij

j j k kj j

p
y

p
x x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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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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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模型中，xmij为个体水平变量，包括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

收入水平、婚姻以及手机使用情况。βmj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r ij 为方

程残差。在二层次上，Wkj 为国家层面变量，如人均 GDP、社团参与

率等。γ0k为二层次变量的回归系数，u0j为二层次方程残差。 

四、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一一一一））））社交网络使用的地区比较社交网络使用的地区比较社交网络使用的地区比较社交网络使用的地区比较 

                                                                 
①
 假定两个国家回答“参与过”、“想参与”和“不会参与”的比例分别是 10%、20%、70%和 20%、 

  40%、40%。如果仅以参与过/想参与的结果来反映社会运动水平，这两个国家的水平是相等的。 

  然而这就忽视了回答不会参与的 70%和 40%的差异。基于此，我们设计了这一指标的测算公式。 
②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没有加入地区层面如民主、宗教等政治、文化结构指标。这有两个原 

  因，一是因为这些指标有很强的主观性，目前仍存在许多争议。二是对公共参与结构的测量实 

  际体现了线下参与网络对线上行动的结构性影响，正如格兰诺维特在《镶嵌》一书中所说，社 

  会网络这一中观结构的焦点在于直接因果关系，但更加宏观的因素则也可能具体地体现在网络 

  水平的形态和影响上（格兰诺维特，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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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首先比较了地区层次上社交网络使用率和其他区域变量之

间的关系。如图 1所示，本文设定了 6组宏观变量和网络用户社交网

络使用率之间的关系。首先，地区经济、互联网发展水平与社交网络

使用率呈现出一种负向关系。这与前文所述市场研究机构的报告结果

相一致，也印证了社交网络的使用具有不同于互联网技术扩散的独特

性质。其次，我们把互联网使用分解为通过固定宽带网络接入和手机

接入，考察了不同使用平台对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可以看到，社交

网络使用与固定宽带接入呈现明显的负向关系，与手机使用率则具有

一定的正向关系，虽然这种关系趋势并不明显。最后，以社团参与和

社会运动水平为衡量指标的公共参与水平，对社交网络的使用呈现负

向关系。①由于双变量分析并未包含足够的控制变量，但在地区层次

上的分析，可以对本文研究假设进行初步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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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区结构因素与社交网络使用的关系 

（（（（二二二二））））社交网络使用影响的单水平分析社交网络使用影响的单水平分析社交网络使用影响的单水平分析社交网络使用影响的单水平分析 
    根据研究假设，本文对社交网络使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表

2报告了只包含个体层次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1、2和 3显示了

基于传统逻辑斯蒂回归的结果。模型 1对数字能力假设进行了验证。

在人口学特征上，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 3个变量都显著影响了

人们是否使用社交网络。其中年龄越小、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越高者

都更可能使用社交网络。这支持了本文的数字能力假设，即数字能力

                                                                 
①
 在公共参与结构和社交网络使用率的散点图上出现了尾端上升的趋势。对散点做质性观察，这    

  些国家主要为英美等发达国家。这可能由于这些国家的移动通讯设备使用率也较高，在未控制 

  的情况下仅作初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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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者（更年轻、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往往是社会网络的使用者。

另外在人口学特征上，未婚人士也更可能是社会网络用户。这可能因

为未婚者有更强烈的社交和表露需求，而社交网络提供了满足这种需

求的平台。在社交网络使用的心理和动机研究中也有类似的结果。 
    其次，通过模型 2 和模型 3，本文考察了个体水平的技术载体假

设。从理论上讲，固定宽带接入和移动接入涵盖了所有的互联网接入

方式。由于分析总体是互联网用户，因此，只需分析手机接入互联网

是否带来了更高的社会网络使用机会即可对社会网络的主要载体进

行判断。模型 2结果显示，手机用户的确会更可能成为社会网络使用

者。我们进一步通过模型 3对手机使用方式进行细分后证实，移动接

入互联网确能带来更高的社会网络使用机会。基于以上证据，研究支

持了本文提出的技术载体假设，即使用手机接入网络的用户更倾向于

成为社会网络的使用者。这也潜在说明了，各类手持移动通讯设备将

是未来社会网络使用扩散的主要平台。 
    最后，本文建立了一个只包含个体水平变量的多水平模型分析框

架。模型 5为多水平分析中的虚无模型（null model），用于确定数据

是否存在显著的组内相关，从而决定多水平模型的建模。我们以国家

代码（ID）作为水平变量，进行两水平的虚无模型拟合。结果显示，

随机截距方差估计值为 0.510（0.7142），p<0.01，组内相关系数为

14.0%。这表明数据存在明显的层次结构，同时有 14.0%的变异来自组

间差异。模型 6在加入个体水平变量后，社交网络使用未被解释的变

异仍然还有 10.0%是基于组间水平。因此，这也印证了需要去考虑本

文所强调的群体结构因素的影响。那么又是何种群体结构因素造成了

社会网络使用的不同呢？ 
 
  表 2            只包含个体水平变量的社交网络使用因素分析 

传统 Logistic回归 多水平 Logistic回归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5 模型 6 

-.090* -.090 -.153***  -.145 
性别（女=0） 

(.054) (.055) (.055)  (.107) 

-.056*** -.055*** -.048***  -.047*** 
年龄 

(.002) (.002) (.002)  (.006) 

教育程度 
（初等及以下=0） 

     

.283*** .283*** .274***  .093* 
  中等 

(.087) (.087) (.086)  (.050) 

.546*** .546*** .487***  .312*** 
  高等及以上 

(.087) (.087) (.087)  (.065) 

收入水平 .162*** .156*** .138***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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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 (.029) (.030)  (.040) 

-.247*** -.252*** -.230***  -.241*** 婚姻状况 
（未婚=0） 

(.060) (.060) (.061)  (.050) 

 .514***    是否使用手机 
（不使用=0）  (.143)    

手机使用方式 
（不使用=0） 

     

  -.032  .059 
  普通使用 

  (.134)  (.214) 

  .910***  1.123*** 
  接入互联网 

  (.138)  (.202) 

.395*** .395*** .395*** .729*** 2.134*** 
常数项 

(.145) (.145) (.145) (.171) (.425) 

Pseudo R2 .120 .121 .149   

Sigma_u    .714*** .617*** 

组内相关系数（ICC）a    .14 .10 

总观测样本数 8955 8955 8955 8955 8955 

二层次样本数 17 17 17 17 17 

卡方值χ2 863.35 868.97 1049.78 771.84 530.22 

    注：（1）a组间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代表总变异中组水 

    平变异的比例。因为多水平逻辑斯蒂回归模型的残差方差为
2

/ 3π ，因此其计算公式为  

    ( )2 2 2+ /3=ICC µ µσ σ π0 0 。另外模型中报告的参数 Sigma_u即为二水平随机截距方差
2

µσ 0 的平 

    方根，即随机截距标准差。(2)样本进行了加权。（3）系数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 

    标准误。（4）* p<0.1， ** p<0.05,*** p<0.01。 

（（（（三三三三））））社交网络使用的多水平分析社交网络使用的多水平分析社交网络使用的多水平分析社交网络使用的多水平分析 
    本文进一步通过在多水平模型中纳入二水平变量来考察社交网

络作为一个社会性空间所具有的特质。表 3报告了包含个体水平和国

家水平变量的多水平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1为除了个体水平

变量外，只包含二水平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虽然这些变量不是本研

究讨论的重点，但可以注意到，空间和人力资本因素对社交网络使用

并无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则呈现负向影响。这与前文在汇总数

据层次的双变量分析结果是相一致的。模型 2-4 显示了对网络效应的

验证。针对本研究提出的网络效应的一个假设和两个推论，模型 4对

网络效应进行了直接检验，而模型 2和模型 3则针对两个推论进行了

验证。模型 4结果表明，在前一期社交网络用户比例越高的国家，在

当期互联网用户成为社交网络使用者的可能性也越大。这支持了网络

效应假设，说明社会网络使用的扩散具有一种增量效应。一个地区或

群体的社会网络使用者越密集，其新用户的增长机率就可能越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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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社交网络作为一种技术化社会关系的互动效应。模型 2和模型

3 则将技术载体和网络效应两个假设结合，从群体结构层面验证社交

网络载体所具有的网络效应。模型 2 结果支持了推论 3-1，即一个国

家中手机用户比例越高，则互联网用户成为社交网络使用者的可能性

越大。模型 3则从相反的角度验证上述假设。结果显示，在固定宽带

网络用户比例越高的地区，互联网用户成为社会网络使用者的可能性

越小。因此，将以上检验结果相结合，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支持了本文

的技术载体和网络效应假设。另外，在模型 4里（也包括后面的所有

模型），当控制了前一期社交网络用户比例后，人均 GDP和社交网络

的使用实际是正向关系。这表明假定所有国家在前期具有相同的社交

网络用户基准水平，经济发达国家的互联网用户仍然具有更高的社交

网络使用可能，这潜在反映了数字能力假设也可以表现在区域水平

上。 
 
  表 3           社交网络使用影响因素的多水平逻辑斯蒂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个体水平          

-.145 -.145 -.144 -.146 -.146 -.147 -.146 -.276*** -.147 性别 
（女=0） (.107) (.107) (.107) (.108) (.108) (.108) (.108) (.060) (.108) 

-.047***  -.047***  -.047***  -.047*** -.047***  -.047*** -.047*** -.054***  -.047*** 
年龄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4) (.007) 

教育程度          

.093* .091** .094* .079* .082* .075 .075 .097 .076* 
  中等 

(.049) (.047) (.049) (.049) (.049) (.049) (.049) (.095) (.049) 

.315*** .314*** .316*** .300*** .301*** .304*** .30 0*** .280** .304***   高等及 
  以上 (.060) (.059) (.060) (.061) (.060) (.060) (.060) (.126) (.060) 

.110*** .110*** .110*** .110*** .111*** .111*** .11 0*** .076*** .111*** 
收入水平 

(.040) (.040) (.041) (.040) (.040) (.039) (.039) (.028) (.039) 

-.246***  -.248***  -.244***  -.250*** -.255***  -.255*** -.253*** -.224***  -.255*** 
婚姻状况 

(.049) (.049) (.049) (.049) (.049) (.049) (.050) (.059) (.049) 

手机使用          

.060 .063 .054 .058 .051 .047 .056 .227 .049   普通使  
  用 (.215) (.214) (.213) (.211) (.209) (.207) (.209) (.177) (.207) 

  接入互 1.123*** 1.124*** 1.118*** 1.106*** 1.100***  1.090*** 1.101*** 1.221***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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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网 (.203) (.202) (.201) (.196) (.193) (.191) (.194) (.202) (.191) 

地区水平          

-.223** .051 -.137* .110** .148*** .241*** .186*** .000** .244*** 人 均
GDP (.072) (.156) (.069) (.053) (.061) (.052) (.068) (.000) (.059) 

.001 .078 -.126 .018 .016 .002 .006 .030 .002 平均受教

育年限 (.045) (.041) (.078) (.029) (.025) (.021) (.027) (.023) (.022) 

.001 .001 .001 -.004 -.005 -.004 -.005 -.004 -.004 城 市 化

率% (.012) (.001) (.001) (.004) (.005) (.004) (.004) (.004) (.004) 

网络效应          

 -.008**        固定宽带

网络使用

率%  (.004)        

  .014***       手机 
使用率%   (.004)       

   .051*** .050*** .056*** .055*** .053*** .056*** 社交网络

用 户 比

例%    (.005) (.005) (.004) (.005) (.005) (.004) 

公共参与 
结构 

 

 

 

 
       

    -.004**     
社团  
参与     (.002)     

     -1.115***    
请愿 

     (.331)    

      -29.266**   
抵制 

      (14.736)   

       6.369**  示 威 集 
会        (1.788)  

        -1.094** 
参与指数 

        (.398) 

2.480*** 0.943*** 1.988** -1.290*** -.963* -1.561*** -1.365*** -1.055* -1.551*** 
常数 

(1.037) (.172) (.882) (.476) (.504) (.303) (.344) (.603) (.310) 

Sigma_u .547 .524 .450 .179 .170 .115 .158 .131 .126 

ICC .08 .08 .06 .01 .008
a
 .004 .008 .005 .005 

总样本数 8955 8955 8955 8955 8955 8955 8955 7193 8955 

二层样本

数 
17 17 17 17 17 17 17 16b 17 

BIC/df 527.13 383.21 292.75 48.48 41.95 24.42 36.33 23.60 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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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a此时组内相关系数 ICC 已经变得较小。笔者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研究使用       
    的是 2006-2008年间的各国参与结构，这已经影响到了 2010年的社交网络使用。公共参与 
    结构的部分解释力已经被网络效应给稀释了。二是数据限制。随着变量增加，国家的组数量 
    可能还是不够充足。这都有待于更好的数据进行验证。（2）b 由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中国部

分没有设置这一问题，因此在该项分析中本文使用了另外 16 个国家的样本。（3）样本进行

了    加权。（4）系数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5）* p<0.1，** p<0.05,*** 
p<0.01。 

 
    最后，我们通过模型 5-9 探讨了本文的研究问题，即地区的公共

参与水平是否会对社交网络的使用产生影响且又产生了何种影响。对

此，本文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第五波 2006-2008年调查中不同国

家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运动的汇总指标，分析了国家整体的公共参与状

况是否会导致个体社交网络使用的差异。结果表明，模型 5、模型 6、
模型 7和模型 9中的社团参与、请愿、抵制行动以及社会运动的综合

指数都对社交网络使用呈现负向影响，而只有更为激进和集体性的示

威集会行动与社交网络使用具有正向关系。这一结果包含了两个层面

的理论意义。首先，一个地区的公共参与结构塑造了个体对社交网络

的使用。这既可能潜在地反映了由社交网络实现的公共参与的便利性

对人们线下的参与具有替代效果，也可能是因为社交网络能够让一些

地区的人群突破了现实政治的约束，形成互联网上的新型公共空间。

由于既有数据的限制，本文无法对何种原因做出回答。但可以确定的

是，社交网络具有一种社会的公共属性，其发展水平表达了人们线下

生活中特定的参与诉求。其次，本研究同时发现在各种参与指标中，

地区的示威行动水平促进了社交网络的使用。由于变量测量的是 2011
年之前的各国示威行动参与水平，这表明并非是社交网络的使用导致

了更激进的社会运动，而是更为激进的地区社会运动水平促进了社交

网络在这些行动中的使用。因此，本文对社会运动研究中的技术决定

论观点提供了一个反向的实证结果。 

五、结论与讨论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有两个基本结论。第一，社交网络展现出了

一个技术平台的特性。阶层的技术接受能力、区域的技术发展水平以

及技术用于维持社会网络的特质影响了社交网络使用的扩散。因此，

心理取向的研究虽然注意到了使用者的需求和偏好，但却忽视了社会

情境对技术扩散的固有影响。第二，我们也揭示了社交网络具有的社

会属性。在线下公共参与不足的社会结构背景下，人们会更倾向于使

用社交网络。这间接表明了社交网络对线下的社会参与和大部分社会

运动都具有替代作用。本研究也显示，在更加激进的公共参与结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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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反而促发了人们去使用社交网络这种信息和网络工具。因此，

通过经验研究，本文表明社交网络和互联网本身具有十分不同的技术

属性，传统对互联网的研究结论并不能简单适用于社会网络。另一方

面，我们的实证研究并不支持舆论或相关研究中社交网络决定社会变

革的技术决定论倾向。通过本文实证研究，可以大致描绘出社交网络

使用的社会场景：它是以新生代社会中上阶层为主体，主要通过移动

无线接入技术，实现社会关系网络沟通和公共参与的互联网平台。 
    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图景背后的社会内涵？在技术层面上，社交网

络体现了阶层性、即时移动性和互动性的技术应用特质。与传统的平

面媒介不同，多个特性的综合体也让其成为一种“立体化”的传播媒介。

通过社交网络使用，富裕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将是该传播网络的

主力军。而与移动通讯载体的结合，给予了他们更多机会随时随地接

入到广泛的信息资源和个人关系网络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设想，网

络世界中社会互动的日常化和信息的碎片化也会日益增强。但与传统

的互联网使用不同，这种日常化和碎片化本身是卷入到使用者的线下

强关系和使用群体所构成的线上弱关系的结合之中的。通过这一结

合，社交网络亦或社会化媒体的真正作用在于，由碎片化信息所形成

社会关系动员能力将大大超过之前由线下媒介主导和 Web1.0环境下

单向发布模式的时代。 
    另一方面，社交网络也是一种新生代数字阶层的社会性参与空

间。对此，本文能够提供一些可供讨论的启示。首先，若仅从使用者

构成的角度，我们认为基于社交网络引发革命的论断是轻率的。“典型

的新社会运动的人群构成主要是受到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Scott, 
1990：138），而社交网络的使用者构成正是这一群体。因此，将之称

为社交网络运动而不是革命则更为合理，将之归为新社会运动的范畴

更为合适。之所以需要这种定位在于，这有助于我们在理解社交网络

中的集体行动时，认清社交网络革命在构建政治认同和文化诉求方面

的意义实际上要大于直指某种阶级结构的问题。这也间接解释了周

明、曾向红（2011，2012）在文章中指出的社交网络只在运动初期具

有作用以及在欧美地区的“占领”运动的后续发展问题。其次，本文认

为线上生活的根源其实在线下。一方面，需要反思社交网络所替代的

线下公共参与行动是否形成了一种懒人行动主义（slacktivism）的困

境。懒人行动主义是指互联网的点击和键入式参与只是让公众对自我

感觉更加良好，但实际上放弃了线下对公共生活有影响的真正意义上

的行动（Shulman，2009；Hindman，2009）。例如社会化媒体中某个

公益活动获得了一万个“赞”，但这是否反而造成人们以为参与了公益

而放弃了线下的努力？另一方面，在实证分析中，在公共参与水平较

低的地区，社交网络的使用程度越高。而公共参与水平高低的来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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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的，但都可归结为参与的成本（Olson,1965）。这种成本的多寡

可能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经济条件、文化传统、政治开放程度、社会资

本和技术水平等。以社交网络作为公共参与平台，通过较少的成本或

限制参与到国家公共生活也正是其魅力所在。换言之，如果对线下公

共参与进行制度化设计并降低成本，或许线上的矛盾和冲突也可缓

解。第三，本文的研究也表明，在激进的公共参与结构下，社交网络

的使用更多是被带动的技术工具。这意味着技术决定者将社会结构背

景抽离出社会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的分析具有局限性。然而，我

们也赞同他们对社会媒体动员效应的阐释，因为社交网络的确是一种

与其他互联网产品不同的社会性工具。在社交网络使用中，以即时移

动通讯设备为载体加剧了信息的碎片化，而“局部的信息可能被无限放

大，从而在社会动员与力量组织方面产生巨大的集体效应”（任孟山、

朱振明，2009）。因此，如何让社交网络成为一个能够平衡线下政治

诉求、懒人行动主义和激进政治行动三者间的公共参与平台，也是在

新媒体时代创造国家—社会良性互动所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缺乏更多的大规模微观数据，本文无

法对微观层面社交网络的公共参与机制做出更为深入的探讨，而只能

尝试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依靠相关研究中的质性材料对社交网络之

于社会的讨论做一些理论推进工作。我们相信，随着新媒体开始越来

越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仅是舆论，社会学研究者可以承

担起更多的科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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